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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至一九六三年中共祭黄帝陵活动研究*

章舜粤

[摘要]1948年黄陵县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每年于清明节举办祭黄帝陵活动，直至1964年中断，

并于1979年恢复。在这一祭祀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对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

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通过祭黄帝陵，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推进统一战线工作；传达

党的政治理念和政策目标，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这使其成为当代中国仪

式政治的一个鲜明样本。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黄帝陵祭祀；政治仪式；符号象征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21)02-0064-10

目前，学界对于黄帝陵祭祀的研究，主要集中讨论民国时期国民党的祭陵活动，很少有人讨

论中国共产党主持祭祀黄帝陵的情况a。事实上，自1948年黄帝陵所在黄陵县解放以后，中共主

持祭祀黄帝陵的活动就已开始，直至1964年中断，后又在1979年恢复b。1948~1963年间，中国

正处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中共主持开

展的黄帝陵祭祀活动极富革命色彩，与之前祭祀活动有较大区别，与改革开放以后的祭祀活动也

有所不同。具体来说，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黄帝陵祭祀活动中，通过赋予“黄帝符号”以“劳

动人民性”等新内涵，传达其政治理念，进行统战工作与政治动员，是中国现代政治仪式的一个

样本。本文即从政治仪式的运作与象征符号的构建等角度出发，对这一时空背景下的黄帝陵祭祀

做初步考察。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规划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0ZDGH017）阶段性成果。

a　王旭瑞在其论文中梳理了黄帝祭祀的流变，指出它“是一个象征符号不断被创造、操弄和利用的过程”。李俊领的硕

士学位论文中，研究了晚清及民国时期的黄帝陵祭祀。他和殷定泉后来对陕甘宁边区的黄帝陵祭祀也从仪式政治的角度出发

做了研究，是有关领域少见的相关研究。郭辉从国家纪念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对国民政府以黄帝陵祭扫为中心的“民

族扫墓节”做了研究。台湾学者周俊宇同样涉及了这一题目，同时研究了国民党去台后于台湾遥祭黄帝陵的情况。至于新中国

成立后的有关黄帝陵祭祀研究，主要有任贵祥从华侨视角出发所做的研究。参见王旭瑞：《历史之为记忆：黄帝祭祀的流变》，

《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2期。李俊领：《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山东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李俊领、殷定

泉：《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李俊领：《仪式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

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杨凤成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郭辉：《国家纪

念日与现代中国（1912—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周俊宇：《塑造党国之民——中华民国国定节日的历史考察》，

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任贵祥：《海外华侨华人的中华文化情结——以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

祭祀黄帝陵为视角》，《长白学刊》2016年第2期。

b　1948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曾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义于1937至1939年参加过三次祭黄帝陵。不过这几次祭陵是由国

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所主导的，中共只是陪祭而非主祭，与1948年以来以主祭身份进行的祭陵有本质区别。1948年3月10日，

黄陵县和平解放，5月7日成立县人民政府。1948年和1949年陕甘宁边区均派代表公祭黄帝陵。自1948年3月10日至1949年10

月1日之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但这两次祭陵均是在中共领导下由人民政权具体举行的。因此本文将它们与中国

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祭典放在一起讨论，而不拘泥于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下文提及“解放后”的祭黄帝陵时，如非专门说明，

一般指1948年陕北地区解放、建立人民政权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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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移植与创造：中共的黄帝陵祭祀

中共在延安时期曾参加了三次黄帝陵祭祀，但均未作为主要操办者，而主要将祭典作为宣誓

自己抗战决心和督促国民党抗日的政治表演舞台。1948年黄陵县解放后的公祭黄帝陵活动，是

中共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义，第一次作为主祭者操办的祭祀。有人认为边区政府的黄陵祭祀

“是一种由政党与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现代政治仪式”，“于1948年开创了独立祭祀

黄帝的革命礼仪传统”a。的确，通过开创一种新的祭祀传统，中共赋予了黄帝陵祭祀以新的解

释与功用。但它也有着历史的演变过程，对古代黄帝祭仪和国民党的“民族扫墓节”有着一定的

继承性。

1935年首届“民族扫墓节”，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派代表祭黄陵，其仪式程序为：“（1）

全体肃立；（2）主祭者就位（中枢及陕西省代表）；（3）上香；（4）献爵；（5）献花；（6）读祭

文；（7）行三鞠躬礼；（8）礼成；（9）摄影。”之后，参加谒陵的人员“均往瞻仰黄帝庙”b。这

一仪式自此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祭陵活动基本沿用。如1937年的程序是在“主祭官就位”与“上

香”之间增加一个“与祭官就位”，以及“行三鞠躬”和“鸣炮礼成”之间增加“静默三分钟”两个

程序c。1938年的祭奠在“静默三分钟”和“鸣炮”之间又增加一个“奏乐”d。1939年祭陵则在

上香前增加“恭读总理遗嘱”一个程序e。此外，祭祀者最后往往还有一个绕陵墓一周并拜谒轩

辕庙的活动f。就现场的布置而言，以1942年为例：“陵前搭一布棚，为临时祭亭（每年祭扫时，

由中部县商会临时租用商号布疋搭架，事毕交还，不支租金），棚中置一桌，陈设酒醴、果品、

祭菜（十碗）、杯箸、香炉、烛台（均临时借用），并花供一幅（即用面制成各种人物花卉，计十余

件，式样颜色，颇具匠心），花圈二个（上款书‘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灵鉴’，下款分书‘国民政府

代表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敬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晋陕监察使王陆一敬献’等

字）。”g可见，国民党的黄陵祭既有“主祭”“配祭”“与祭”等传统祭仪的符号和“上香”“献

爵”“献花”“读祭文”等传统祭仪，又有“全体肃立”“行三鞠躬礼”“静默三分钟”“鸣炮”等

现代仪式因素。在祭典现场布置上，同样既有传统因素如祭亭、香案和酒醴、果品、祭菜等，又

有现代式样的花圈。

1948年和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祭陵的仪式与国民党的祭礼高度相似。1948年的祭典上，

革命“对联高悬于松坊两旁。祭亭满陈祭菜酒醴果品花圈，银烛辉煌，香烟环绕”h，参与祭祀

者按序就位后，“鸣炮三响，祭仪开始，上飨（香）、献爵、献花圈、读祭文，行三鞠躬礼”，默念

完毕后，赵寿山又发表讲话。“讲毕，礼炮齐鸣，继在军乐声中，全体摄制影片后，绕陵墓一周。

主祭配祭人员并循路至桥山左下谒黄帝庙，祭礼始告成。”i其中奏乐鸣炮时，“挂在陵墓周围

a　李俊领：《仪式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杨凤成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2

辑，第88、93页。

b　《中枢代表祭扫先陵之经过》，《中央日报》1935年4月15日，第1张第2版。

c　《恭祭黄陵及周茂陵》，《西京日报》1937年4月6日，第6版，转引自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陕西省志·黄帝陵

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d　《致祭黄帝陵寝》，《西京日报》1938年4月6日，第6版。

e　《民族扫墓节公祭黄帝陵　中央特派大员张继主祭　边区代表团亦赶往参加》，《新中华报》1939年4月10日，第3版。

f　参见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陕西省志·黄帝陵志》，第141～143页。

g　吴致勋：《谒陵恭记》，转引自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陕西省志·黄帝陵志》，第145～146页。

h　《陕甘宁清明节祭扫黄陵　仪式极为庄严隆重　赵寿山将军陵前痛斥蒋贼》，《人民日报》1948年4月13日，第2版。

i　《刘副主席、赵副司令员、甘主任代表西北各界隆重谒祭黄帝陵》，《群众日报》1948年4月10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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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的万响鞭炮齐鸣，震耳欲聋”a。1949年的祭陵典礼同样在军乐和礼炮之后宣布开始，“斟

酒、献爵、献花、恭读祭文、烛光辉煌，香烟缭绕”b。

将中共的两次祭仪与国民党主导的仪式相比，可以发现二者颇为相似，事实上都是一种“利

用传统制作出政治仪式”c。而最为简单直接的原因则是因为中共对如何祭黄陵并不熟悉，所

以“临时聘请了原来在解放前曾担任过黄帝陵园管理处管理员王学三帮助我们筹备祭陵有关事

宜”d。黄帝陵园管理处即民国时期专门负责管理保护黄陵的机构。1939年5月26日，陕西省政

府委员会第92次会议修正通过《陕西省黄帝陵园管理处简章》e，6月管理处正式成立，中部县

县长芦仁山兼任主任，旋于8月改王学三为主任f。由此不难理解何以1948年和1949年的祭仪与

国民党主祭时期如此相像，主要原因即在于指导仪式者本来就是相同的。

这一系列仪式在1949年之后也得到了继承。1950年的祭黄陵活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

成立后的第一次祭陵，“上香、献爵、读祭文如仪”g。1953年祭礼由主祭人“敬献花圈，恭读祭

文”，“祭奠毕，主祭人和陪祭人绕陵一周，并晋谒轩辕黄帝庙”h。1957年的祭典也有“上香献

爵、献花圈”等环节i，基本程序依然得以保留。会场则布置有三幅对联：祭奠处悬挂一副，陵

墓上悬挂一副，轩辕庙中悬挂一幅j。

虽说中共一开始对祭黄陵的仪式并不熟悉，但也绝非一无所知。早在1937年国共两党公祭

黄帝陵前，毛泽东就请叶剑英向国民党方面“询问礼节仪式及日期见告”k，林伯渠等人也作为

代表参加了几次公祭。此外，中共还在延安多次独立举办了对成吉思汗的祭礼，并制定了一系列

别具特色的祭仪l，对“将传统帝王陵寝祭礼演绎成现代政治仪式的理念与路径”m有了进一步

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以起义等方式参加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他们

对祭黄陵典礼也是熟悉的。如曾任组建黄帝陵修建委员会的张治中和1938年代表国民政府主祭

的孙蔚如（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曾担任黄帝陵祭祀的主祭。这在一定程度

上也是祭仪具有延续性的原因。

尽管新中国的祭黄陵典礼与民国时期的祭仪颇有相似之处，“上香”“献花”“献爵”“读祭

文”或“鸣礼炮”“奏军乐”等仪式，实际上都是对传统祭仪与西方现代政治仪式的借用。新中国

成立后，随着革命文化的传播，一些人对带有传统文化色彩的祭仪也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封

a　冯力生：《回忆解放后首次祭谒黄帝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黄陵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黄陵文史

资料》第6辑，1994年版，第20页。

b　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陕西省志·黄帝陵志》，第143页。

c　郭辉：《国家纪念日与现代中国（1912—1949）》，第209页。

d　冯力生：《回忆解放后首次祭谒黄帝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黄陵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黄陵文史

资料》第6辑，第19页。

e　贾自新编：《杜斌丞年谱》，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234页。

f　黄陵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黄陵县志》，西安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g　《军政委员会代表等谒祭黄帝陵寝》，《群众日报》1950年4月15日，第1版。

h　《西北区、陕西省各界祭扫轩辕黄帝陵墓》，《人民日报》1953年4月8日，第3版。

i　《陕西各界代表祭轩辕黄帝陵　在杭州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扫岳飞墓》，《人民日报》1957年4月7日，第4版。

j　《关于祭黄帝陵对联问题的意见》，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以下简称陕档）：185-1-1661-12，第56页。

k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8页。

l　参见邓沛：《延安公祭成吉思汗的活动》，《文史精华》2005年第5期。

m　李俊领：《仪式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杨凤成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2

辑，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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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迷信、落后”a，是“旧的、封建的习惯势力，是落后的迷信活动”b。对此，《人民日报》

《解放日报》《南方日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等报纸组织经过讨论，认为“献花圈和烧钱纸

不能相提并论”，“献花圈只是一种纪念仪式”，而烧钱纸是有鬼论的迷信思想c。但也正如有论

者指出“反封建，不一定要一古脑儿把祖宗全反掉”，有群众看到“上级纪念孙中山先生，追悼

任弼时同志，‘民族扫墓节’为轩辕黄帝扫墓；他们觉得上坟也是自己对自己祖先的一点纪念表

示”，因此对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祭仪，应通过宣传教育来解决，强制手段是不能奏效的d。“党

和人民政府历来对于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是尊重的，不加干预的”e。可见，“文革”前对于传

统祭仪态度是比较宽容的。更何况这一时期的黄陵祭祀如下文所述，带有一定的统战色彩，故而

一些看似落后于时代的祭仪得以保留。

有学者认为，陕甘宁边区和新中国的祭黄陵仪式与民国祭仪主要有两点重大区别，一是增加

了主祭人讲话，二是祭文使用了白话文f。相较之下，国民党确实从未使用过白话文祭文。但结

合现实政治需要进行演讲等，在国民党主导的政治仪式运作中也并不鲜见。例如1930年国民党上

海市执委会组织的先烈纪念大会，其程序为：开会，奏哀乐，唱党歌，向党国旗总理遗像及烈士

灵位行最敬礼，主席恭读总理遗嘱，献花，静默三分钟，为72烈士志哀，恭读祭文，主席致开会

辞，演说，呼口号，奏哀乐，散会g。可见这些程序与中共的祭仪几乎如出一辙，但二者还是有

着气质上的根本不同。在国民党的公祭大会上，往往由达官贵人训话，而鲜见民众演说的身影，

且内容空洞，十分程式化。总而言之，国民党的祭典上带有浓厚的“伦理化与等级化特色”h和

“党国化”色彩。而中共则十分善于运用通俗易懂的祭文、口号标语以及结合时事的演讲，进行

政治动员，带有鲜明的大众性。

其实，中国共产党通过祭黄帝陵所彰显出与国民党如此相异的气质，并不在于二者在仪式程

序上有什么区别，而取决于两党背后全然不同的阶级基础、政治理念与政治文化。

二、“劳动者的先人”：重塑“黄帝符号”的新意义

在古代中国，黄帝被视为上古大神、军事家、医药神、发明家、圣王。还有一些王室贵族号

称系黄帝苗裔。只是在20世纪以前，黄帝“从没有被称为整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共同祖先”i。20

世纪初，章太炎等人将黄帝视为汉族始祖，开启了黄帝崇拜的新风潮j。通过黄帝画像、黄帝纪

年等方式，黄帝被赋予“汉族始祖”或“中华民族始祖”的种种新意义。经过一番重塑，“黄帝”

a　韩川：《关于上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30日，第8版。

b　陈明德、陈子新、赵鹏飞：《怎样对待清明扫墓问题》，《人民日报》1965年3月31日，第2版。

c　《移风易俗话“清明”》，《人民日报》1964年4月10日，第2版。

d　韩川：《关于上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30日，第8版。

e　陈明德、陈子新、赵鹏飞：《怎样对待清明扫墓问题》，《人民日报》1965年3月31日，第2版。

f　李俊领：《仪式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杨凤成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2

辑，第87～88页。

g　《昨日纪念黄花岗先烈》，《申报》1930年3月30日，第4张第13版。

h　李俊领、殷定泉：《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i　[澳]刘莉：《中国祖先崇拜的起源和种族神话》，星灿译，《南方文物》2006年第3期。该文认为，“第一次明确地把黄

帝作为汉族人民的祖先，见诸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祭祀黄帝的祭文”。实际上可能更早一些即有这种说法，如1903年的《民

报》和1904年的《黄帝魂》即有相关论述。参见下条注释。

j　参见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号，1997年。孙隆基：

《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日]石川祯浩：《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

排满、肖像、西方起源论》，《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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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符号，被誉为“睿智神明”的“元祖”a。自然，祭黄帝

陵也是这个“黄帝符号”重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从1948~1964年，中共除保留黄帝“中华民族始祖”的象征外，还通过黄帝陵祭祀赋予黄帝

“劳动人民的先驱”这一崭新的意义。

1948年陕甘宁边区祭陵祭文称，“伟大的轩辕黄帝，你是我民族的始祖，你是我劳动者的先

人，历史的创造者，从你那一时代起，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即劳动生息繁衍于这幅员广大的领

域，并以自己的劳动团结和努力不断战胜黑暗，争取光明”b。除“民族始祖”这一传统称号外，

黄帝与“劳动人民”的关系被紧密地联系起来。祭文还指出，抗战胜利后“我国人民最大的任务，

是要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并指责“以蒋介石为首的我国反动派，为要

维持其祸国殃民的统治，不惜充当美国帝国主义走狗”，丧权辱国，发动内战，导致“莽莽神洲，

遍地腥膻，优秀儿女，任人凌辱”。祭文痛斥“人民公敌蒋介石此种窃国卖国的滔天罪行，较卖

国贼袁世凯、汪精卫之流，实有过之无不及”。总而言之，祭文将黄帝陵与劳动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宣示无论“反革命匪帮如何拼命挣扎”，“四万万五千万优秀的黄帝子孙，

定能团结一致的在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坚决干净彻底

全部消灭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匪帮，早日实现全国胜利！”c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黄帝陵祭祀活动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强化“黄帝符号”的“劳

动人民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国历史的成就是“自轩辕黄帝以来中国人民的劳动创造

和伟大发明”d；另一方面则是进行今昔对比，以过去劳动人民生活之苦难，对比共产党领导下

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生活之幸福。例如1961年，主祭人陕西省副省长任谦再向群众发表

演讲时表示，历朝历代的祖先虽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劳动人民一直在反动的统

治下，终日呻吟”，特别是近百年来更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过着贫苦的生活，只有“在无

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才推翻三座大山，建

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在各方面“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跨越发展”，“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获得

新生的时代”e。

除了这种内涵的表征外，中共祭黄帝陵的“劳动人民性”就形式和内容而言还体现在使用白

话文祭文、演讲以及劳动人民的深度参与等方面。国民党在祭黄帝陵时，一向采用符合传统习惯

的四字一句文言祭文，虽然引经据典、文辞雅驯，但对于旧社会的一般劳动群众来说，难免感到

诘屈聱耳、难以理解。因此，虽然国民党的祭礼往往也有规模达千人乃至数万人的群众观礼f，

表面上“足见民族意识之高涨”g，但有多少群众真正接受其想传达的理念和思想，则需要打上

一个问号。相较之下，中国共产党使用白话文祭文并进行通俗易懂的演讲则更容易向劳动群众

传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这也正是其长期走群众路线的一种表现。例如1960年祭陵时，任谦便是

向“同志们、同学们、乡亲们”讲话，语气恳切而语言通俗h。1948年的祭陵结束后，有群众议

a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西北大学出

版社2014年版，第49页。

b　《刘副主席、赵副司令员、甘主任代表西北各界隆重谒祭黄帝陵》，《群众日报》1948年4月10日，第1版。

c　《刘副主席、赵副司令员、甘主任代表西北各界隆重谒祭黄帝陵》，《群众日报》1948年4月10日，第1版。

d　《农历清明佳节西北各界公祭黄帝陵》，《光明日报》1951年4月7日，第1版。

e　《关于祭扫黄帝陵墓时的讲话》，陕档185-1-1661-15，第60～61页。

f　参见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陕西省志·黄帝陵志》，第141～144页。

g　《中枢代表祭扫先陵之经过》，《中央日报》1935年4月15日，第1张第2版。

h　《关于祭扫黄帝陵墓时的讲话》，陕档185-1-1661-15，第60～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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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这一次人民的祭典”说，“过去国民党祭陵，只有老百姓遭殃的份，没有老百姓参观的份”，

“他不让老百姓参加，是他做贼心虚，怕老百姓”a。

此外，劳动群众也在解放后才得以登台祭祀并讲话，而不仅仅作为无声的听众。例如1951

年的黄帝陵祭典，除了西北军政委员会、陕西省政府和延安专区的官员代表外，该县劳动英雄代

表鲁宗明、妇女代表常养珍、青年代表张瑞吉等也参与祭祀并在陵前发表讲话。这些讲话“一致

指出要继承和发扬自轩辕黄帝以来中国人民的劳动创造和伟大发明，以及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并贯彻于当前的各种工作中去，为消灭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保卫祖国与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到底”。劳动英雄代表鲁宗明还专门宣布该村全村和他个人今年争取丰收增产的计划。若干农民

及青年、妇女纷纷将自己从山上采集的鲜花、柏枝呈献于陵前，并高呼：“爱护祖国！”“保卫祖

国！”“争取今年大丰收！”“消灭美国侵略者！”等口号b。从参与者到演讲的内容和高呼的口

号，都凸显劳动与人民因素，给“黄帝符号”带来了崭新的内涵。

三、对国民党的斗争与统战：黄陵祭典的意义（一）

抗战时期，黄陵祭典就曾为国共两党在政治上角力的舞台c。解放后，中共在祭黄帝陵时，

先是将蒋介石集团视为黄帝的“不肖子孙”加以抨击，而后又随着形势变化，强调中华民族“黄

帝子孙”的身份认同，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蒋介石集团和台湾同胞等做统一战线的工作。

1948至1949年间，国共双方进行着事关中国命运的决战。除军事斗争外，政治上也是双方

博弈的重要战场。如前所述，中共赋予“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的新属性，从而把蒋介石集团

与“黄帝符号”切割开来。既然黄帝是“劳动人民的先人”，那么“人民公敌蒋介石”和“地主阶

级”作为反人民的“大堡垒”和“小堡垒”d，是黄帝的“不肖子孙”e，自然是被抛弃的对象。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国民党残部还占据

台湾、海南岛等沿海岛屿。此时，中共的政策是以战争方式武力解放台湾。因此，1950年的黄帝

陵祭典上西北军政委员会代表讲话称“蒋匪余孽”为“黄帝的不肖子孙”，并提出要“支援台湾、

西藏、海南岛的最后解放”f。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武力解放台湾的军事行动被迫推迟。随着形势变化，中共对台政策也

有所调整。1954年7月，在日内瓦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破坏美蒋订立的《共同防御条约》，政

治上在国内开展“必须收复台湾和揭露美蒋的宣传”，“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广泛深入的长期的经

常的宣传教育工作”g。故而，1955年和1956年的祭黄帝陵文中强调要“早日解放我国神圣领土

a　《刘副主席、赵副司令员、甘主任代表西北各界隆重谒祭黄帝陵》，《群众日报》1948年4月10日，第1版。

b　《农历清明佳节西北各界公祭黄帝陵》，《光明日报》1951年4月7日，第1版。

c　1937年3、4月间，中共正密切与蒋方接触，谈判关于国共合作有关事宜。毛泽东希望借1937年4月5日的公祭黄帝陵

对外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试图通过范长江将其亲自撰写的《祭黄帝陵文》通过《大公报》等渠道发表。国民党则刻意淡化中

共参与祭陵的意义，凸显其“党治”模式的权力秩序。1938年，张国焘则借以陕甘宁边区副主席身份参加祭陵之机，叛党出走。

而国民党借此大做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此外，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67页。《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

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版，第257页。李俊领、殷定泉：《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d　《刘副主席、赵副司令员、甘主任代表西北各界隆重谒祭黄帝陵》，《群众日报》1948年4月10日，第1版。

e　《陕甘宁清明节祭扫黄陵仪式极为庄严隆重赵寿山将军陵前痛斥蒋贼》，《人民日报》1948年4月13日，第2版。《军

政委员会代表等谒祭黄帝陵寝》，《群众日报》1950年4月15日，第1版。

f　《军政委员会代表等谒祭黄帝陵寝》，《群众日报》1950年4月15日，第1版。

g　《同美蒋斗争的方针和措施》，《邓小平文集》中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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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a、“一定要解放台湾”b。

不过鉴于台湾问题的复杂性，经过对局势的反复思考，中共中央及时调整了对台政策。1955

年4月23日，周恩来在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第一次代表中国政府提出除了武力解放这种方式

之外，“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c。1956年1月30日，周

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在爱国主义旗

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并向国民党

军政人员表示：“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

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d6月28日，他又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在台

湾和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已经有不少人表示了他们的爱国愿望”e。因此，相较于早期的

针锋相对，此后在祭黄帝陵时主要是宣传“祖国的繁荣和强大，反复介绍新中国各项成就”f，

通过“黄帝符号”中“中华民族始祖”的象征意义强化他们的中华民族认同感，“激发其爱国天

良”g，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做统战工作。正如1957年祭文中所指明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事业的胜利，将为我黄帝子孙奠定幸福生活的根基”，因而“我国政府为争

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在台湾同胞和国民党军政人员中间，已经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h。

因此，自50年代以来，中共祭黄帝陵逐渐褪去对国民党尖锐的斗争色彩，逐渐成为统一战线

工作的重要平台。考察新中国成立以后历次黄帝陵祭典，可以发现它与爱国民主人士特别是站到

人民一边的国民党原军政人员等有着密切联系。例如1951年祭黄帝陵的主祭人是成柏仁和冯一

航i，1952年是张季纯j，1953年是张治中和赵寿山k，1954年和1956年是韩兆鹗l，1955年是

成伯仁，1959年和1960年是孙蔚如，1961年是任谦m。他们在历史上都与国民党政权有过联系，

但最后站到人民一边，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他们来主祭黄帝陵，一方面彰显出在中共领

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也表明了和平统一中国的愿望。因此，20世纪50年代以后，

祭黄帝陵活动一般不再以“黄帝不肖子孙”攻击蒋介石等去台国民党人，反而以“黄帝子孙”的

共同身份认同争取两岸统一。正如1958年李济深在民革第四届代表大会闭幕式上所强调的，“台

湾国民党军政人员都是中国人，都是黄帝的子孙”，因此希望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发扬孙中

山先生爱国反帝的精神”n。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从1951年起于台湾遥祭黄帝陵。不同于中共高扬

爱国主义旗帜，以“黄帝子孙”的认同感感召台湾同胞和国民党军政人员，国民党则试图以遥祭

黄帝陵作为其所谓“反共复国”的政治工具。例如1951年首次遥祭仪式上，台湾省政府祭文称，

a　《一九五五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86页。

b　《一九五六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88页。

c　周恩来：《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人民日报》1955年5月17日，第1版。

d　周恩来：《政治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页。

e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9页。

f　《中央关于侨报及港澳报纸宣传解放台湾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

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3页。

g　《中央关于侨报及港澳报纸宣传解放台湾问题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第1084页。

h　《一九五七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89页。

i　《农历清明佳节西北各界公祭黄帝陵》，《光明日报》1951年4月7日，第1版。

j　《西北军政委员会等单位代表清明节公祭轩辕黄陵》，《人民日报》1952年4月8日，第1版。

k　《西北区、陕西省各界祭扫轩辕黄帝陵墓》，《人民日报》1953年4月8日，第3版。

l　《西北行政委员会派代表清明祭扫黄帝陵墓》，《人民日报》1954年4月7日，第1版。

m　参见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陕西省志·黄帝陵志》，第143、146～147页。

n　《促进社会主义根本改造的大会民革第四届代表大会闭幕》，《人民日报》1958年12月5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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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怆念沦胥，弥怀尊攘”，宣称要“还我河山”a。体现出其以遥祭仪式进行所谓“反攻大陆”宣传

的企图。不过国民党在台遥祭黄帝陵也并非完全没有正面意义，它毕竟在台湾同胞中强调了“黄

帝子孙”的中华民族认同感。正如时人申论为何要遥祭黄帝陵时所指出的：“台湾作为炎黄子孙

的事实，是任凭日本奴化教育也改变不了的”，“台湾人的祖先皆来自中华本土，与现在迁入的

同胞无异”，“我们不该数典忘祖”b。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也成为国民党对海外台独人士招降时

的宣传场景之一”c。由此，台海两岸均通过祭黄帝陵强化两岸人民均属“黄帝子孙”的历史记

忆和认同。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祭仪甚至比其在大陆时期更为封闭，“参与祭祀者几乎全为政府

官员”，其遥祭“所引起的回响日渐仅及于每年民族扫墓节中刊载报纸上的一则小小启示”d。

比起中国共产党赋予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在凝聚力、号召力上可谓差之千里。

四、动员群众积极参加革命与建设：黄陵祭典的意义（二）

在这一时期黄帝陵祭祀活动中，通过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祭文、简洁有力的标语式对联和晓畅

激情的演讲，中共总结过去一年的成绩，并提出接下来一年的重要目标，传达其政治主张，以实

现政治动员和对民众的教育。

1948年和1949年祭黄帝陵时，解放战争尚在进行。1950年清明节祭陵时，中华人民共和国

虽然成立了，但仍有蒋军残部留在大陆上。因此这三年的黄帝陵祭祀，一方面如上所述，通过赋

予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这一崭新的意义，区分了“黄帝优秀子孙”和“黄帝不肖子孙”，动

员群众参与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另一方面，又针对普通百姓最为关心的土地等问题，号召“彻

底消灭地主阶级，平分土地，使人人有饭吃，过好光景”e。1950年6月，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

大规模作战行动结束，此后黄帝陵祭典中基本未再对国民党发起直接的宣传攻势，而是随着时势

的变化，激励人民群众参与到革命生产的各项工作中去。这种动员主要是通过祭文、演讲和口号

来进行的。

首先是回顾和总结过去一年的成就，凸显新中国蒸蒸日上的发展前景。解放后的黄帝陵祭祀

由西北大区或陕西省层级主祭，在祭文和演讲中，对过去一年在国内国际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

行总结。例如，1956年清明节祭黄帝陵时，祭文开头便宣布，全国范围内“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

作化”将于“今年基本上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

上完成”，明年将“基本上完成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f。1957年的祭文指出，“全国人民正在

‘勤俭建国’的号召下”，“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同时“数千年的文化、

科学遗产，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正在继续发扬光大”g。1958年的祭文则指出

“去年打退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全面获得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全国人民响

a　《清明节缅怀远祖中枢暨省会各界昨遥祭黄陵余井塘代表总统主祭》，《中央日报》1951年4月6日第3版，转引自周俊

宇：《塑造党国之民——中华民国国定节日的历史考察》，第146页。

b　李建兴：《清明节遥祭黄帝陵的来由》，《中央日报》1951年4月6日，第4版，转引自周俊宇：《塑造党国之民——中华

民国国定节日的历史考察》，第147页。

c　周俊宇：《塑造党国之民——中华民国国定节日的历史考察》，第156页。

d　周俊宇：《塑造党国之民——中华民国国定节日的历史考察》，第147～148页。

e　《刘副主席、赵副司令员、甘主任代表西北各界隆重谒祭黄帝陵》，《群众日报》1948年4月10日，第1版。

f　《一九五六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87页。

g　《一九五七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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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多、快、好、省”的方针展开“二五计划”建设a。1959年的祭文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

动“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是“我国社会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发展”，“为将来过渡到共

产主义社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b。1960年的祭文列举过去一年在工农业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指

出“经过两年持续大跃进，我国人民已经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c。1961

年同样是列举各种数据，证明我国工农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提高d。

其次，新中国的黄帝陵祭典还十分重视宣传国际形势，特别强调维护和平的重要性和世界社

会主义的发展前途。祭文常常指出“和平、民主社会主义的力量日益强大”e，社会主义阵营“坚

如磐石的团结一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f，而资本主义世界经

济危机加深。总之，是“东风日劲，西风愈衰”，“在世界人民面前，出现这和平、民族解放、民

族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辉灿烂的前景”。

再次，在祭文和演讲的最后一部分，则明确传达政治主张，提出奋斗目标，对人民群众进行

动员。例如1951年祭陵时，县劳动英雄代表鲁宗明在黄帝陵前宣布该村全村和他个人今年争取

丰收增产的计划g。1958年的祭文最后动员群众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要求，“一定要

把我国由一个又穷又白又大的落后农业国建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h。在经过三年困难时

期之后，1960年起党中央和国务院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陈云提出，要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i。这一变化也反映在黄陵祭祀的群众动员之

中。1961年，任谦在讲话中指出要“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加强多行多业对农业的支援，深入

地开展春季生产运动，全力争取农业丰收，首先是夏季农业丰收”j。黄帝陵上悬挂的对联也是

一样的口径：“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争取今年农业丰收；发扬实事求是，艰苦

奋斗的优良传统，全面完成新的任务。”“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一心一意大办农业；全面贯

彻执行党的政策，千方百计增产粮食。”k1963年的祭文中号召要“为农业的丰收，为国民经济

的新高涨”而奋斗l。

总之，在黄帝陵祭典上，总结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绩，增进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认同。同时，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的激励下，在一片热血沸腾的气氛之中，进一

步动员群众参与到新的各项工作目标中去，从而完成对群众的动员与教育。

五、结语

祭祀一直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重要内容，承担着教化民众、维护社会制度的功能。在封建社

会，统治者为强化其统治合法性，通过祭祀黄陵而攀附黄帝世系，构建出一条受命于天的政治道

a　《一九五八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90～91页。

b　《一九五九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91～92页。

c　《一九六○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94～95页。

d　《一九六一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97页。

e　《一九五六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87页。

f　《一九五九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93页。

g　《农历清明佳节西北各界公祭黄帝陵》，《光明日报》1951年4月7日，第1版。

h　《一九五八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第91页。

i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7页。

j　《关于祭扫黄帝陵墓时的讲话》，陕档185-1-1661-15，第66页。

k　《关于祭黄帝陵对联的修改意见》，陕档185-1-1661-13，第57页。

l　《关于祭黄帝陵文的报告》，陕档185-1-1963-3，第9页。



73

一九四八至一九六三年中共祭黄帝陵活动研究

统；对于民众而言，则将黄帝等“三皇”视为神仙医祖加以祭祀崇拜。换言之，当时的“黄帝符

号”或作为皇室之祖，或作为医药之祖，从未被视为整个民族之祖a。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

家的构建，“黄帝符号”被赋予民族始祖的新意涵，或被用于反对现政权，或被用于巩固现政权，

黄帝陵祭祀开始被改造为一种现代政治仪式。1935年，国民政府制定“民族扫墓节”，以国民党

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名义来祭黄帝陵，使这一现代政治仪式得以初步形成，“黄帝陵祭祀”化

为一个公共性的政治仪式，不仅仅是民族精神的象征，也是各政治主体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中国

共产党执政后，不仅继承了“黄帝符号”，而且赋予其新的意义：一方面承担着对敌斗争与统一

战线的功能，一方面则向群众传达政治理念，进行社会动员。这使得作为现代政治仪式的黄帝陵

祭祀摆脱了民国时期浓厚的传统民族主义底色，获得了全新的内涵与功能。

�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北京　100009）

[责任编辑：侯竹青]

a　王旭瑞：《历史之为记忆：黄帝祭祀的流变》，《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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